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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梁家勉先生认为，在明清时期太湖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出现了生态农业的雏形，集中反映在《补农书》 《常昭合志

稿》 《广东新语》 《高明县志》中。
② 李伯重认为，至少从 １６ 世纪开始，江南地区（太湖流域）就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农业经营方式，即生态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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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需求、政策引导、经济转型与技术革新：
明清苏南生态农业的发展动因探析

冷鹏

（南京农业大学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５）

摘 　 要：在明清人口与资源逆向演进的背景下，苏南地区的精耕细作、集约经营，及轮作复种和间作

套种的多熟制趋于完善，重视废弃物的循环利用和土地的用养结合，形成了以湖桑、湖羊为核心的生

态农业经营模式。 其原因可以从四个方面解读：首先，人口压力下的积极探索无疑是生态农业产生

的最大动因。 其次，政策引导为生态农业提供契机，“植树营林”政策和“一条鞭法”税制改革政策促

使经营理念从单一性向多元化转变，美洲作物的引种推广和税制改革解放出来的劳动力，推动了农

业资源整合和产业结构重组。 再次，农业商品化提升了资源的集约利用程度，出现了专业化的蚕桑

区、棉作区、水产养殖区和水生蔬菜种植区，轮作复种和间作套种的多熟制体现了生态农业在时间和

空间上的多元化。 最后，湖桑、湖羊以及土壤管理技术体系的完善，奠定了苏南生态农业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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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苏南农业高度商品化与集约化，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传统农业经济逐渐被通过

农产品交易的商业型农业经济所取代。 在人口急剧增长和耕地资源匮乏的背景下，苏南农业并

没有停滞不前或者陷入“内卷化”的困境。 明中叶苏南农业就实现了水陆资源与动植物资源的

有机结合，通过人工设计和资源改造，逐渐形成多种经营、高效、稳定的生态农业模式，如“小麦

－蚕豆（苜蓿） －棉花－油菜”和“桑树－蚕豆－油菜－水稻”立体间作套种模式、桑基鱼塘模式、稻
鱼共生模式等。

关于中国生态农业，大部分学者认为起源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到 ８０ 年代初 ［１］ 。 在农业现

代化弊端显现以及西方“替代农业思潮”影响的背景下，以马世俊 ［２］ 、叶谦吉 ［３］ 为代表的学者结

合传统农业的优势和现代农业科技，提出“中国生态农业” 的理念并付之于实践生产。 梁家

勉① ［４］ 、李伯重② ［５］ 、闵宗殿 ［６］ 、闻大中 ［７］ 及吴建新 ［８］ 等则认为，在明清时期就已经出现与现今

生态农业理论内核相一致的生态农业经营理念、模式及技术，生态农业 １６ 世纪就开始在太湖流

域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产生，并结合农业资源禀赋不断实践与发展。 生态农业具有四个关键特

征：一是种养方式上，注重时间的多样化（轮作） ，空间的多元化（立体间作套种） ，种质资源的多

元化，各生物种群的合理配置（如桑基鱼塘） ；二是劳动力投入上，讲究精耕细作，属于劳动密集

型系统；三是经营理念上，追求多种效益的最大化，粮食独重的经营理念逐渐被多种经营所取

代；四是外部资源投入上，侧重于低投入，强调农业生态系统内部的物质循环利用和废弃物回

收。 这些核心因素已经出现在明清苏南农业中，并且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明清苏南生态农业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资源改造。 营造适宜生态农业发展

的环境，投入大量的劳动力对原有水土条件进行人工改造，在此基础上选择相适宜的农事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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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将不同的生物种群有机结合。 第二，多种经营。 利用生态学原理合理配置现有农业资源，
根据种间关系形成多物种共存、多层次配置、多级物质能量循环利用的立体农业经营模式，如：
间作套种、轮作复种多熟耕作制，太湖流域特有的以湖桑、湖羊为核心的桑基鱼塘系统，稻田养

鱼和稻田养鸭，等等。 第三，用地养地。 采用养分循环的方法对废弃物进行回收利用，开辟生态

肥源，如积制和施用粪肥、泥肥，利用和驯化紫云英、黄花苜蓿等绿肥作物来保持土壤肥力，豆类

作物和其他作物轮作是苏南生态农业的重要举措，更是传统农业的精华。
以往对明清苏南生态农业的研究，主要涉及经营模式 ［９］ 、结构特点 ［７］ 、技术原理 ［１０］ 、价

值 ［１１］等方面。 从 １６ 世纪中期开始，苏南已经产生生态农业，并逐步普及、推广、完善，那么生态

农业发展的动因何在？ 珠三角流域生态农业演变研究相对丰富，而苏南地区的相关研究较少，
因此，本文尝试从自然、社会、经济等多个视角，对明清苏南生态农业的发展因素进行分析。

一、人口压力下的积极探索：生态农业产生的直接驱动因素

生存需求是农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耕地不足和粮食短缺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

口需求，积极探索新的农业发展模式是生态农业产生的直接驱动因素。 人口扩张带来的影响并

不都是消极的，劳动力的增加使得耕地改良和资源改造顺利推进，为生态农业的产生和发展创

造了基础条件。
（一）人口扩张与耕地矛盾

宋代以来，苏南地区通过圩田开发、占城稻的引种推广、早晚稻品种改良等措施，逐渐成为

全国的经济重心和农业核心区域。 而到了明清时期，人口和耕地的矛盾日趋突出。 人口分布方

面，根据表 １ 可以看出，清末江苏的人口数量是明代初期的 ５．８２ 倍，而清末全国人口则是明初

期的 ６．１３ 倍。 李伯重 ［１２］ 推算发现，１６２０ 年江南地区人口为 ２０００ 万左右，１７ 世纪中叶因为瘟

疫、战乱及自然灾害人口下降到 ２０００ 万以下，到了 １６８５ 年人口恢复到 ２０００ 万左右，到了 １８５０
年人口增加到 ３６００ 万。 １６２０—１８５０ 年间，江南地区人口增加了近一倍，人口增长率为每年千

分之三，只达到全国人口增长率千分之六的一半。 由此看来，明清江南人口增长量与资源承载

压力进一步加大，但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程度较轻。
表 １　 明清时期江苏人口分布

年份 人口 ／ 千人 占全国人口比重 ／ ％
１３９３（洪武二十六年） ７６１６ １２．５７
１７４９（乾隆十四年） ２０９７２ １１．８２
１８５１（道光三十年） ４４３０３ １０．２６

　 　 资料来源：梁方仲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 年，第 ２０３、２５８、２６２ 页。

明清时期，苏南地区包括四府一州：苏州府、常州府、镇江府、江宁（应天）府及太仓州。 从

行政区划和地理位置来看，苏南属于江南地区，位于太湖北部，约占江南总面积的一半。 换而言

之，江南人口的增长趋势直观反映了苏南的人口变化走向。 需要提及的是，在明后期就有学者

担心苏南人口增长会超越经济增长这一潜在危害，明确提出如果要保持生活水准不下降，必须

控制人口的增长。 清中期苏南采用一系列的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如晚婚、节育、避孕以及食用

未经提炼的棉籽油等。 因此，苏南地区人口只增加 １ 倍，相对于江苏省 ５． ８２ 倍的人口增长数

量，增长率较为平缓，没有快于经济增长的幅度。
耕地开发方面，江苏耕地面积从明初 １３９３ 年的 ６０５１５４５７ 亩，增长到清末 １８８７ 年的

７６１２７５３８ 亩，增长率较小（图 １） 。 根据《大明会典·卷十七》①统计，１５８０—１５８３ 年苏南地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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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明会典·卷十七》 ：苏州府 ９８５６０ 顷 ７１ 亩，常州府 ６１７７７ 顷 ７５ 亩，镇江府 ３２７２２ 顷 ３５ 亩，（江宁）应天府 ７２７０１
顷 ２５ 亩；文中 １５８０—１５８３ 年太仓州的面积数据已包含在苏州府内。 明代 １ 顷 ＝ １５ 市亩 ＝ １００ 公亩，１ 亩约 ６１４．４ 平方米。



府的耕地面积，可以推算出苏南耕地总面积为 ２６５７６０ 顷 ２１０ 亩，经计算约为 ２４５０ 万亩①，这一

数字比 １８２０ 年代的面积多出了 ２％。 根据《中国实业志》统计，苏南地区 １９３０ 年的耕地面积为

２７４４ 万亩，比 １５８０ 年多出了 １２％。 由此可以看出，苏南耕地开垦在 １５ 世纪几乎都已经完成，
后来的实际耕地面积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１３］ 。 无论是江苏还是苏南，在人口显著增加的态势

下，耕地面积无法大规模扩充，粮作耕地资源的缺乏程度不断加深，促使人们进一步改良和合理

利用现有资源。

图 １　 明清时期江苏耕地面积统计

资源来源：高王凌的《明清时期的耕地面积》 ，《清史研究》 ，１９９２ 年第 ３ 期，第 ６１ ～ ６６ 页。

（二）耕地改良与资源改造

虽然耕地的数量增加不多，但耕地的质量得以改善。 “苏南农业的主体平原在明初的土地

利用率较低，大多数的耕地是围垦而成的稻田和圩田，堤围之中有沼泽、荒地和池塘” ［１４］ 。 明初

耕地开发基本结束，大规模的改良始于 １５ 世纪中叶，大多止于 １７ 世纪中叶，土地的利用形式从

“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即从垦殖荒地转向耕地改良，主要表现为：在堤围内开垦荒地，破除

外部边界；排除低洼田中的积水，以改善耕地质量，增加土壤肥力；培基筑圩，改造不利于作物生

长的水土环境。
苏南地区根据农业资源条件可以分为太湖平原、沿江高田和宁镇丘陵三个地区。 １９６３ 年和

１９８２ 年的《江苏省综合农业区划》基本保持了这样的划分，苏南可分为太湖农业区、沿江农业区

和镇宁扬丘陵农业区 ［１５］ 。 太湖平原低田水分充足，以黏质土壤为主，适宜种植水稻。 南部的圩

田水位高、排水不良且土壤黏重，不利于水稻的生长；但经过改造（构筑围岸或培高地基） ，这一

不利因素转变为有利因素，为桑树的密植提供了适宜的环境 ［１６］ 。 沿江高田以沙壤土为主，透水

性强，供水困难，不宜种稻，却非常适宜种植棉花。 宁镇丘陵地区低山、丘陵、岗地、冲沟和河湖

平原交错分布，以山、丘、岗地为主，由于湖泊较少，农业用水主要依赖降水，其不稳定性影响水

稻的种植面积和亩产量，区域内土壤质地黏重，透水性差，也不利于种植棉花。 明清宁镇丘陵兴

建塘陂和池塘等灌溉工程，清初镇江、丹徒已经有种桑养蚕的记录②，乾隆时期蚕桑业快速发展，
溧阳和南京南郊蚕桑业繁荣，出产的蚕丝作为纬线供城中织造业使用。

只有根据资源禀赋和农作物的特点，因地制宜安排农事生产，才能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
明代杭州张翰 ［１７］ 将这概括为，“高者麦，低者稻，平衍者则木棉桑枲，皆得随宜树艺，庶乎人无遗

力，地无遗利，遍野皆衣食之资矣，此百世经常之大利也” 。 生态农业讲究因地制宜原则，但是水

土资源的自然属性未必适宜特定的农业生产活动，只有通过规划设计和资源改造，才能营造相

对适宜的农业生态环境。
资源改造是发展生态农业的基础，这一点在《常昭合志稿》 《补农书》记录的两种生态农业

模式中都得以体现。 《常昭合志稿》记载着谭晓“凿其最洼者为池，余则围以高塍，辟而耕”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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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明代“五尺为步，步二百四十为亩，亩百为顷” 。 《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表明 １ 尺普遍约为 ３２ 厘米，明代 １ 亩

约为 ６１４．４ 平方米。
参见朱霖的《镇江府志卷·四十二“土产” 》 ，清乾隆十五年（ １７５０ 年）增刻本；鲍天钟的《丹徒县志·卷五“物产” 》 ，

清康熙二十二年（ １６８３ 年）刻本。



地势较低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土地，通过浚池、围塍、开辟田地等措施，变成池塘、旱地、水田三种

不同形态的微观生态环境，三种形态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 在不同的微

观生态环境下，可以因地制宜从事多种农业生产活动。 谭晓经营的“食物链结构型”生态农业，
主要利用食物链原理，空间配置较为简单，但从中可以看出明中叶苏南生态农业已初具雏形。
《补农书》中“食物链－时空立体结构型”生态农业模式，也提到了资源改造的具体措施，“凿池之

土，可以培基。 基不必高，池必宜深。 其余土可以培周池之地……池中淤泥，每岁起之以培桑

竹，则桑竹茂，而池亦深” 。 改造的方式和谭晓提及的相似，但空间改造和资源利用方面程度更

高。 另外，在平面设计上，张履祥将 １０ 亩瘠田分为四个区域，分别是桑树种植区 ３ 亩，豆类种植

区 ３ 亩，竹类种植区 ２ 亩，果树种植区 ２ 亩。 在垂直设计上，高塍种桑，平地种植梅、李、橘、竹、
豆、蔬菜等植物，滨水处种植菰、茨菰等植物，水面选择浮水植物菱、芡实等。

二、官方政策的引导：植树营林和税制改革

在耕地改良和资源改造的同时，“植树营林” “一条鞭法”等官方政策推动了农业资源整合

和产业结构重组，劳动力的进一步解放也为劳动密集型的生态农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植树营林与多种经营

植树营林和生态维护相结合是明代土地政策的一大特点。 明初重视植树营林主要是因为

树木具有涵养水源和水土保持的作用，洪武之初“令天下农民，凡有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

棉各半亩。 十亩以上者倍之”①。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三十二》洪武二十七年：“令天下百姓，
务要多栽桑枣……每一户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 违者发云南金齿充军。”为了

进一步鼓励林木种植，后又规定，凡二十六年以后所有新植桑枣等果树一律免征赋税，经过多年

的努力民获大利 ［１８］ 。 在利益驱动下，农民积极性大增，变被动为主动，种植不同种类的经济林

木，多种经营的理念开始产生并不断发展。
随着商品经济的兴盛，种植桑、枣、茶、果等经济林木，不仅具有涵养水源和水土保持的生态

效益，更是增加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 苏南地区桑树、茶园、果树以及乌桕等林木发展最为迅

速。 苏南和浙江地区盛产乌桕，徐光启《农政全书》 ：“两省之人，既食其利，凡高山大道、溪边宅

畔无不种之。”陆容《菽园杂记》述及：“苏人隙地多榆柳槐樗楝构等木……苏之洞庭山，人以种

橘为业，亦不留恶木。” ［１９］ 苏南更是出现茶叶专业种植区和桑植区。
（二） “一条鞭法”与美洲作物的推广

“一条鞭法”是明嘉靖万历年间张居正推动的一场赋税改革制度。 梁方仲先生 ［２０］ 指出：“一

条鞭法为田赋史上一绝大枢纽。 它的设立，可以说是现代田赋制度的开始。 自一条鞭法施行以

后，田赋的缴纳才以银子为主体，打破了二三千年来的实物田赋制度。 这里包含的意义不仅限

于田赋制度的本身，其实乃代表一般社会经济状况的各个方面。”归纳而言，“一条鞭法”就是赋

役合一，一体征银，赋税制度从实物化转变为货币化。 赋税制度的改革解放了劳动力和生产力，
农民原来纳粮和当差的税收形式转变为缴纳白银代替，大量的劳动力从徭役劳作和粮作经营中

脱离出来。 劳动力的消耗主要有两种途径：第一，转向耕地改良和农业生产，增加劳动投入，推
动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第二，流向商品市场，从事蚕桑业、纺织业和手工业等，促进苏南市镇的兴

起及商品经济的发展 ［２１］ 。
商品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海外贸易和对外交流。 番薯、玉米、马铃薯等美洲原产粮食作物，因

为耐旱、耐贫瘠和高产的特征，明中叶以来在苏南大规模引种推广，推动了农业资源整合和产业

结构重组。 原来“苏湖熟，天下足”的经济格局被“湖广熟，天下足”重新取代，苏南地区从原来

的粮作区变为缺粮区。 由于“一条鞭法”的实行，粮食税收可以用白银代替，从湖广两地购买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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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申时行、赵用贤的《大明会典二百二十八卷·卷十七农桑》 ，明万历十五年（ １５８７ 年）内府刻本。



食以及玉米、番薯的高产缓解了人口与粮食的矛盾。 在此基础上才可以扩大桑、棉等经济作物

的种植面积，为棉纺丝织手工业提供原料，以获取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苏南地区逐渐演变成桑

争稻田、桑基鱼塘的农业生态形式 ［２２］ 。
《常昭合志稿》和《补农书》中记载的生态农业同样受到政策制度变革的影响。 谭晓和张履

祥设计的两种模式截然不同。 其一，在经营规模上，谭晓“佣乡民百余人……池以百计……塍之

上植梅桃诸果属，其污泽种菇茨菱芡，可畦者以艺四时诸蔬，皆以千计算” ，无论是经营面积还是

雇佣人数，在苏南地区都比较罕见，属于大规模经营。 而张履祥为邬行素遗孀设计的方案，属于

小规模经营，仅仅“瘠田十亩” ，劳动力也只有邬行素的遗孀和儿子两人。 其二，在资源利用的

程度上，谭晓农场的土地复种和间作率没有提及，也没有桑树种植的记录。 但邬氏农场已经有

了桑树种植、湖羊饲养和间作复种的记录，且桑树种植面积比例达到了 ３ ／ １０，“瘠田十亩，种桑

三亩，桑下冬可种菜，四旁可种豆、芋……种豆三亩，豆起则种麦……畜羊五六头，以为树桑之

本” ［１３］１７７－１７８，可以看出明末清初以湖桑和湖羊为特色的桑基鱼塘生态农业模式已经形成，且土

地利用率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准。 谭晓模式的成功，是由于明中叶土地兼并、赋税过重而导致

农民弃田不种，赋税改革后又出现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可以利用，这种生态农业模式可能只是特

定时期的一种特殊现象。 到了明末清初已经“人稠地密，不易得田” ，“人工既贵” ，谭晓模式已

经失去了成功的有利条件，而张履祥设计的小经营生态农业模式，充分适应了外部资源的变化，
得到了广泛的采纳和推广。 自明中叶开始，大规模的生态农业经营，逐渐被小而精的生态农业

模式所取代。

三、农业商品化的推动：集约经营和综合利用

得益于农业商品化的推动和耕地改良的完成，人们才可以因地制宜地集约经营和综合利用

现有农业资源。 农产品出现了专业化和区域化的生产格局，以稻麦为主的农业生态形式被桑争

稻田、桑基鱼塘所取代，并形成了多种相适宜的多熟耕作制，体现了生态农业在时间和空间上的

多元化。
（一）桑棉区域化与多熟制发展

明清农业结构的改变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主要表现为粮食作物面积相对减少，经
济作物的种植面积逐步扩大，出现了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的现象 ［２３］ 。 农业生产活动及其地域

分布特征取决于该区域农业生态环境，包括气候、水土、生物等重要因素，遵从因地制宜的原则，
形成了专业化的蚕桑区和棉作区。 李伯重 ［１２］７１推算明代后期桑园占苏南总耕地面积的 １５％，棉
作区棉田的比重从明代后期的 ５０％上升到清中期的 ７０％左右。

苏南蚕桑区主要分布在太湖平原，明代前中期，蚕桑业发达的仅有苏州府太湖沿岸区域。
到了清中期，传统的蚕桑区进一步密集化与专业化，苏南蚕桑区开始扩张到苏州府的西南近太

湖地区，无锡县和常熟县也开始出现蚕桑业。 晚清蚕桑区进一步扩大，无锡县和吴县的蚕桑业

较繁荣，昆山县和新阳县蚕桑业开始兴起，武进县和江阴县也开始出现零星的蚕桑业 ［２４］ 。 太平

天国战乱后，苏南多地利用战乱抛荒的田地发展蚕桑业：苏州府长洲县“西北辖境凡与无锡金匮

接壤者遍地植桑治蚕” ［２５］ ；无锡县“自同治初经乱，田荒，人多植桑饲蚕，辄获奇羡，其风始盛，
延及于各乡”①；常州府的武进等地出现零星的蚕桑业也是属于类似的情形。

棉作区主要分布在沿江高田地区，如太仓“郊原四望，遍地植棉”②，昆山“田土高仰，物产瘠

薄，不宜五谷，多种木棉”③。 而宁镇丘陵的茅山、溧阳、宜兴等地，虽然气候适宜种植桑树，但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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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斐大中的《无锡金匮县志·卷三十一》 ，清光绪七年（１８８１ 年）刊本。
参见钱肃乐的《太仓州志·卷十四》 ，明崇祯十五年（１６４２ 年）刻本，清康熙十七年（ １６７８ 年）修补印本。
参见归有功的《震川先生集·卷八》 ，清光绪元年（ １８７５ 年）刻本。



到耕地和灌溉的影响，更适宜茶叶、竹木及山笋类农林产品的种植。
多熟制是指一年内在同一块土地上种植两种及以上的农作物，是农作物种植在空间和时间

上的集约化与多样化，包括轮作、间作、套种和复种。 明清多熟制不只是简单地提高集约程度和

增加复种指数，而是在土地合理利用的基础上发展复种制，辅以绿肥作物，提高产量的同时增加

土壤肥力。
在稻田的种植制度上，主要实行稻麦一年二熟制，始于 １３ 世纪晚期，１７ 世纪成为主导。 明

清时期（主要是清代）的稻麦一年二熟制在宋代的基础上有所改进：一是作物的种类和选择性

增加，宋代的稻麦一年二熟制是早稻和麦的结合，而明清时期则是晚稻与麦、油菜、蚕豆、绿肥

（黄花苜蓿）的结合；二是适用的种植区域扩大，从高田发展到低田，宋代的稻麦二熟制大多适

用于地势较高的地区，而新的制度用于地势低的耕地。 两种技术改进使得农民可以因地制宜选

择作物品种，耕地的使用更加合理，轮作在减少土壤营养消耗的同时增加肥力，农业从粗放而收

获不均向精细而稳定高产的方向发展。 到了清朝末年民国初期，苏南蚕桑业发展迅速，桑树间

作已经和稻麦二熟制完美结合，三行间距约为 １．２ 米的桑树，与水稻间作在高 １．２ 米的基面上，
桑树的两侧种有蚕豆和油菜。

值得注意的是，在稻田多熟耕作制形成的同时，也出现了稻田养鱼和稻田养鸭的生态农业

模式。 康熙《吴江县志·卷十二物产·鲫鱼条》有“出水田者佳”的记录①。 乾隆《震泽县志》记

载：“岁既获，水田多遗穗，又产鱼虾。 在昔绍兴人多来养鸭，以其卵以为利。”②不论是多熟耕作

制还是稻田养鱼、稻田养鸭等生态农业模式，其生态学机理是相同的，即利用动植物间的种间关

系来合理配置资源，起到互惠互利的效果。 种间关系分为竞争、辅助和中性三种，多熟制和种养

结合的生态农业主要采用动植物间的辅助关系，利用动植物的竞争关系进行生物防治，如松树

和香樟间种可以防治松毛虫，大麻和大豆间作可以防治豆虫和增加大麻产量。
在棉区的耕作制度上，清代前中期及以前，采用“棉－豆”连作制，主茬作物是棉花，副茬作

物是豆类，满三年副茬作物休耕一次或者不休。 清中期及以后采用三年中“一年种稻，二年植

棉”的翻田制。 徐光启在 １７ 世纪中期就指出，棉田多不得过三年，过则生虫；而种棉二年，翻稻

一年，即草根溃烂，土气肥厚，虫螟不生 ［２６］ 。 翻田制三年循环一次，常见的分两种：棉豆（第一

年）—棉豆（第二年）—稻和绿肥（第三年） 、棉麦（第一年）—棉麦（第二年）—稻和绿肥（第三

年） 。 清末民国初期，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Ｋｉｎｇ 在苏南地区的调查中发现两种棉作方式：一是冬小麦－蚕豆－
棉花套种，二是冬小麦－大麦－苜蓿－棉花－油菜复种③。 苏南棉作区农民翻压“中国三叶草”作

为绿肥，为大麦周围的一列列棉花提供养料。 国外所谓的“中国三叶草”即南苜蓿，分布在长江

流域及以南，是重要的绿肥作物和蔬菜，江苏地区多称为“黄花苜蓿” “金花菜” “秧草” 。 在大麦

收割完成后，原来种植大麦的土地被再次翻耕和施肥种上棉花；在棉花即将成熟的时候，田里种

上油菜，以便在冬季可以用油菜作为原料腌制咸菜，同时种植油菜具有肥田的作用。 这可以看

出苏南的套种和复种结合的农业种植体系已经非常合理且集约化。
在桑园的种植制度上，主要采取套种的方式。 桑树也可以和稻麦间作。 明中期桑园主要种

植蔬菜，到了明末清初，张履祥发现“种菜之地，桑枝不茂” ［１３］１２６－１２７，于是改种蚕豆，后又增加大

豆。 到了 １９ 世纪早期，蚕豆因为经济价值高、固氮作用可以提高土壤肥力，一直作为桑园间作

的主要品种。 桑园种豆的推广可以说是生态农业技术进步的一个实例。
（二）淡水养殖与水生蔬菜

太湖水域面积 ２４４５ 平方公里，属于富营养型淡水湖泊，鱼类资源丰富，利于水生作物栽培。
明清以来苏南市镇发展迅速，对鱼类的需求不断增加，苏南地区的渔业特别是淡水养殖业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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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郭绣，屈运隆的《吴江县志·卷十二物产·鲫鱼条》 ，清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 年）刻本。
参见陈和志的《震泽县志·卷六》 ，清光绪十九年（ １８９３ 年）刻本。
参见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Ｋｉｎｇ 的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ｏｆ ｆｏｒｔｙ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ｏｒ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Ｋｏｒｅａ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１９１１ 年，第 ２３４、２８１ 页。



显著发展。 苏南和珠江三角洲并驾齐驱，是当时全国淡水养殖业最发达的两个地区。 淡水养殖

根据鱼类特征的不同分为上、中、下三层，上层是食浮游生物为主的鳙鱼和食浮游植物为主的鲢

鱼，中层是草鱼、青鱼、鳊鱼，底层则是以青饲料、青草等为食的鲤鱼和鲫鱼，这在《补农书》中桑

基鱼塘模式得以体现。
苏州和无锡等地区养鱼已经从副业逐渐向专业化转变。 苏州吴县的浒墅、虎丘，长洲县的

北庄基、南庄基都以养鱼著称，浒墅青苔河沿岸居民“以养鱼为业，以鱼池之多少论贫富，池大者

常至数十亩”①。 太仓州镇洋县城明末已经养鲻鱼，乾隆时期增加了青鱼、鲢鱼、鲫鱼和白鱼师四

种家鱼②。 水产品商品化程度的加深促使专业淡水养殖区的形成，蠡口、黄埭和黄桥在明末清初

就出现了连片鱼塘，苏州洞庭东山、常熟等地区出现桑基鱼塘，无锡梁溪河滩在明嘉靖年间出现

连片鱼塘等 ［２７］ 。
种植水生蔬菜是对浅水资源和水面资源的有效利用方式，“水八鲜”是苏南地区传统食物，

分别是莼菜、菰、莲藕、芡实、菱、荸荠、茨菰、水芹。 明清时期苏州府已经出现多个水生蔬菜产

区，分布在太湖、阳澄湖等较大的湖泊水域周围，以洞庭山、吴县和吴江县最为兴盛。 吴江县出

产菱、莼菜和芡实，洞庭山出产莼菜、莲藕及茭白，吴县是莲藕的主要产区。 常州府水生蔬菜在

各县均有栽培，但主要的特色产区集中在环太湖的无锡县、宜兴县和荆溪县。 鹅湖和杨园的芡

实、菱和莲藕是常州府主要的水生蔬菜。 太仓则最适宜种植荸荠、茨菰 ［２８］ 。

四、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完善：湖羊、湖桑与土壤管理

湖羊饲养和湖桑培育技术体系的建立，促使苏南地区形成区域特有的以湖羊、湖桑为中心

的生态农业模式，用养结合的土壤管理技术也体现了现代生态农业的低投入和注重内部循环的

特点。
（一）湖羊饲养与湖桑培育

基塘系统是典型的生态农业模式，明清时期兴盛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 由于自

然条件和耕作历史的差异，两地的生态农业显著不同。 首先，在模式上，珠三角基塘类型主要有

桑基鱼塘、蔗基鱼塘、蕉基鱼塘、花基鱼塘，而苏南地区只有以湖羊、湖桑为核心的桑基鱼塘，花
基鱼塘较为罕见；其次，在生物因子上，珠江三角洲地区参与物质循环和能量再生的品种，主要

是荆桑、甘蔗、香蕉和花卉，而苏南地区则是区域特有的湖羊、湖桑，当然鱼类的品种也有所不

同；最后，在经济效益和生态系统的复杂程度上，苏南地区的经济效益更高，湖羊参与水陆相互

作用较为普遍，桑叶的利用更复杂，生产集约化程度也远高于珠三角地区。
苏南以湖羊、湖桑为核心的生态农业模式可分为四种：桑、羊、鱼生态模式；桑、蚕、鱼＋桑、

羊、鱼两个子系统结构的生态模式；桑、蚕、鱼＋桑、羊、鱼＋水花生生态结构模式；桑、鱼、羊、粮＋
桑、蚕、鱼＋粮、鱼生态结构模式。 不同的模式由一到三个子系统构成，是传统桑基鱼塘与农田多

熟制的组合和演变 ［２９］ 。 湖羊是以完全圈养、喂食为特征且只分布在太湖流域的畜种。 农业商

品经济的发展造就了湖羊特殊的饲养环境。 明清苏南农业生产高度集约、相互融合，耕地资源

和村落空间都得到充分利用，农户通过人工圈养和品种改良等方式积极面对这一不利因素。 经

过了数百年的演变，１２ 世纪“北羊南移”的绵羊品种才逐渐演变成湖羊品种。 湖羊养殖契机在

宋代，开始于明代，在明末清初成型 ［３０］ 。 南宋陈旉提出在耕地上开凿水塘、筑堤种桑的方法，为
后代苏南筑基围田、改造稻田为桑园提供了理念借鉴。 但陈旉说的方法只适合高田，苏南太湖

平原的低田在明中叶耕地改良后才适宜种植桑树；与此同时，适宜苏南太湖平原密集种植的湖

桑品系逐渐培育完成，桑树的修剪和养护技术逐渐完善，在明末清初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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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桑培育和湖羊饲养技术体系的形成，为苏南地区以湖桑、湖羊为中心的生态农业的发展

奠定了基础。 由此可以确定苏南地区和太湖流域的桑基鱼塘的起源时间，应该是明末清初，而
不是有些学者所说的唐宋甚至以前。 这一点同样可以用《常昭合志稿》和《补农书》记录的生态

农业模式加以佐证：明中叶谭晓模式中没有出现湖羊和湖桑，而张履祥为邬行素设计的模式中

出现了湖桑和湖羊。
（二）土壤管理与肥料施用

美国农业与贸易政策研究所所长 Ｊｉｍ Ｈａｒｋｎｅｓｓ 在《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

农业》的书评中写道：“这本百年前描述中国农民管理土壤以增进肥力的书籍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成为美国有机农业运动的《圣经》 ，这本书的作者也成为那个时代引领美国有机农业运动的先

驱，书中记录的中国传统农业耕作技术和土壤管理方式，对现代生态农业体系的完善具有现实

的借鉴意义。” ［３１］

明清的土壤肥料理论，在宋代陈旉“地力常新壮”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认识到基肥和追肥的

重要性。 马一农《农说》记载着“沃莫妙于滋源” ，滋源就是基肥；杨屾在《知本提纲·农则》中也

提出“胎肥始培祖气，浮沃徒长空叶” ；张履祥同样重视基肥和追肥，“凡种田总不出粪多力勤四

字，而垫底尤为要紧” ，“下接力，需在处暑后……为农家最紧要机关” ［１３］３５－３６。
此外，清代杨屾提出施肥“三宜”原则，详细阐述了施肥与土壤、作物、气候和时间的关系，

即根据不同时间、不同土壤和不同作物而施用适宜的肥料。 施肥时间与肥效密切相关，《补农

书》中也提到“同此工力、肥壅，而迟早相去数日，其收成悬绝者，及时不及时之别也” ；不同的土

壤施用对应的肥料，可以达到改良土壤和提高地力的目的，酸性较重的水田低田施以草木灰，沿
江高田因沙土过于疏松，宜选用腐殖质较多的草肥和泥肥；在物宜方面，“物性不齐，当随其

情” ，根据不同作物品种的适应性施肥，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沈氏农书》中详细记录了不

同作物品种所需肥的特征。 土壤管理在理论认知和技术体系上都相当成熟。
肥料积制和施用方面，苏南地区的进步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一是强调饲养猪羊以积制肥

料。 《沈氏农书·运地田法》记载着“种田地，肥壅最为要紧……养猪羊尤为简便” 。 沈氏还计

算了养猪和养羊积肥的经济效果：养猪“原自无亏” ，而且每窝可以得到 ８０ 担猪粪，对水稻增产

效果明显；而饲养湖羊所得羊粪进入稻田和桑地生态循环，使农桑丰收。 二是栽培绿肥作物开

辟新肥源。 苏南地区主要的绿肥作物是南苜蓿、紫云英、苕子、油菜，在肥源不足的情况下，蚕豆

拇和河道收集的水草同样可以和河泥混合制作泥肥。 三是重视罱泥和积制泥肥。 沈氏引用古

人的话“家不兴、少心齐；桑不兴，少河泥” ，认为桑地施用河泥至关重要；《沈氏农书·逐月事

宜》中 ８ 个月提到了“罱泥”１６ 次；徐光启也总结了泥肥对棉花栽培的重要性，“生泥能解水土之

寒，能解粪力之热，使（棉花）实繁而不蠹” 。 这不仅对河泥的重要性有了深刻的认识，而且结合

农事生产阐述了其积制施用。
到了清朝末年民国初期，泥肥积制技术更加精细化和标准化。 如在种植苜蓿的耕地周围，

挖一些深约 ０．９ 米的河泥塘（堆肥坑） ，如果算上堆积的泥土，深约 １．５ 米；等苜蓿开花后收割堆

放在塘中，将苜蓿和罱泥混合，每个坑堆放的苜蓿约 １．５ ～ ２．４ 米；苜蓿被河泥浸润，经过 ２０ ～ ３０
天的时间发酵腐熟，被用作下一茬作物的肥料。 这种积制河泥的方式在江苏地区普遍存在，且
一直延续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对维持和提高地力有着积极的作用。

五、结语

明清时期人口与资源矛盾加剧，积极探索高效集约、高附加值的农业发展道路是苏南生态

农业发展的最大动因。 政策引导为生态农业的产生提供契机，植树营林政策使得经营理念从

“单一种养”转变为“多种经营” ，“一条鞭法”税制改革和美洲作物的引种推广，在解放劳动力的

同时推动了农业资源整合和产业结构重组，形成了桑争稻田、棉争稻田、桑基鱼塘的农业生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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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而农业商品化使得水土资源的集约经营和综合利用程度进一步加深，根据资源禀赋形成了

专业化的蚕桑区、棉作区、水产养殖区和水生蔬菜种植区。 轮作套种和间作复种多熟制的发展，
也体现了现今生态农业时间与空间多元化的特征。 湖羊饲养和湖桑培育技术体系的建立，促使

苏南地区形成区域特有的以湖羊、湖桑为中心的生态农业模式，用养结合的土壤管理技术也体

现了现代生态农业的低投入和注重内部循环的特点。
生态农业是未来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苏南地区在明清时期就出现了与现代生态农业理论

内核相一致的理念、技术及模式。 正是因为这一历史传承，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西方生态农业理

论传入中国后，苏南才会结合先进的农业技术，迅速推广之并因地制宜演变出多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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